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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一次对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全面的调查登录工

作，普查所覆盖的范围和获取信息、数据的精度均非以往的文物调查工作所能与之相

比，因此普查所获的信息和数据为科学的保护、管理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和广阔的平台。基于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相关数据［1］，以下拟就汉晋时期考古遗存

在黑龙江省域的空间分布状况及所反映的文化格局作一些分析，并就相关问题进行初

步的讨论。

一

所谓汉晋时期大体指相当于中原王朝的西汉之始以迄东晋结束的历史阶段，绝对

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420年这样大约600余年的时间范围内。而按照考古学的

观察，在黑龙江区域则大体可以将这一阶段相对年代的下限设定在所谓靺鞨文化的出现

之前。当然考古学遗存所反映年代的上下限只能是相对年代的概念，因此存在着一定幅

度的浮动或偏差当然也在情理之中。

考虑到黑龙江考古学研究基础还相对薄弱，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尚未得到很好的

构建，而多数从事普查的基层工作人员对遗存时代的判断可能存在着一些难于把握的因

素，加之统一的秦王朝本身也就历十余年的时间，所以在做统计时将那些标明为秦代的

遗存也包括进来。另外较多调查对象所登录的年代信息可能比较宽泛或模糊，如存在着

“商至汉”“秦至南北朝”“汉至南北朝”等年代信息，在现有条件下显然难以对此做

更精确的判断，因此统计时采取了将调查对象所标示的年代信息中包含着汉、三国、晋

或年代跨度覆盖了汉至晋的遗存都包含在内方法。

按照前述条件所作的初步统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发现

的含有汉晋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遗存共计2270处［2］。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古遗址，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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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数量极少的墓葬（墓地）或遗物采集点。古遗址中名称明确标明为城址（或山城、

堡寨等）的约有311处，根据笔者掌握的线索，普查登记中的所谓城址，情况并非如

一，其中更多的是分布在丘陵山冈利用自然地势而简单加以人工掘壕堆土、构筑所形成

的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堡寨，而真正成规模的能够围合的平原城址可能只是极少数。此

外如果按照在七星河流域开展的全面考古勘查与测绘的成果［3］，这一时期的遗址中除

去城址和普通居住址外，还有出于祭祀、瞭望以及设塞等功能而形成的特殊遗存。

按照自然地理的分区，现代黑龙江区域大致可以分作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东南

山地丘陵和大兴安岭山区、小兴安岭山区这样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以及相互间的过

渡地带。就三普发现或确认属于汉晋时期遗存所分布的地域考察，大致可以确认，在松

嫩平原发现70处，三江平原1707处，东南山地456处，大、小兴安岭山地37处。上述遗

存分布的统计主要是基于现行各县级行政区域汉晋遗存的发现所做的归纳，虽然存在着

部分遗存的自然地理区划归属未必完全准确的可能，但总体应当能够反映当前调查登记

汉晋遗存分布实际情况的基本态势。

通过分析，上述汉晋时期遗存在黑龙江区域所处地理位置的情形明显地反映出在

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即东南多而西北少，如属于东南部的三江平原和东南山地两者

的汉晋遗存合计达2163处，占总数的95%强，而居于西部和北部的松嫩平原与大、小兴

安岭山区却只有107处，尚不及总数的5%。之所以会在分布上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当

然与调查中对遗存年代的判断或登记出现偏差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例如主要分布在松嫩

平原西部的汉书文化在传统概念中被认为属于所谓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4］，因

此在普查登记中调查者往往仅仅将其对应为中原王朝纪年的周代（含战国），而忽视了

该文化年代的下限至少已进入西汉时期的情况，由此导致西部地区一些可能应当归属于

汉晋时期遗存的年代下限判断偏早，最终影响到统计结果。然而即使是存在着年代判断

不够精确、发现中的偶然性等因素的影响，仍应当承认汉晋时期人类活动遗存分布的密

度在现代黑龙江省域的不同自然地理单元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二

虽然根据普查登录的信息多数只能了解遗存的大致年代范围，而难以进一步掌握

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属性，但是通过既往黑龙江区域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仍可以对不同

区域汉晋时期遗存的文化属性作一些分析和了解。按照现有的知识，黑龙江区域属于汉

晋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根据地域的分布大致有如下几类。

松嫩平原：主要分布在嫩江中、下游流域的汉书文化；分布于松嫩平原东南部、

干流松花江上游（也即松花江中游）的庆华遗存［5］；发现于嫩江中、上游的红马山文

化［6］；发现于松嫩平原北部以望奎戚家围子墓群为代表的遗存［7］；此外在与吉长地区

的接壤地带还有泡子沿类型遗存的存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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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平原：广义上的三江平原大体以完达山为界，分作北部所谓的小三江平原和

南部的兴凯－穆棱平原，其中在小三江平原的腹心地区汉晋时期的遗存主要有滚兔岭文

化［9］、凤林文化［10］，而在北部边缘的三江沿岸还有所谓蜿蜒河类型的存在［11］。在兴

凯－穆棱平原目前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虽然尚不十分清楚，但如就穆棱四方台遗址的发现

来看［12］，至少穆棱河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总体面貌上应当更接近于团结文化。

另外在与松嫩平原以及东南山地交接的区域还发现有所谓的桥南文化［13］。

东南山地：发现有主要分布在绥芬河流域的团结文化［14］、分布于牡丹江中游的东

康类型［15］、牡丹江下游的东兴类型［16］以及河口三期遗存等［17］。

大、小兴安岭山区汉晋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未详，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属性也难

以判断，如果就大兴安岭腹地的嘎仙洞发现来看［18］，至少在大兴安岭地区可能会有早

期鲜卑遗存的存在。另外通过嘉荫仁合古城所获陶器的线索分析［19］，在小兴安岭北麓

的黑龙江沿岸可能应当存在着与滚兔岭文化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尽管不能排除在黑龙江区域尚有未被学界发现、认识的相关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存

在，但普查登记的汉晋时期遗存大体上应当多数能够被归属于上述文化之中。因此按照

地理范围和文化面貌，大体可以将所知汉晋时期遗存在文化属性方面的分布以及所体现

的文化格局作一基本的分析。

松嫩平原特别是嫩江中下游地区在西汉阶段应当依然是由战国以来当地的汉书文

化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吉林通榆兴隆山发现的墓葬出土的西汉五铢清晰地表明了该文化

年代的下限不会早于西汉［20］，而在周边其他相关汉代遗存中所见到的陶鬲等因素，无

疑应当来源于汉书文化。到了东汉阶段，红马山文化所体现的与大兴安岭西侧早期鲜卑

文化的联系，表明了南下的拓跋鲜卑集团中还有向东挺进到嫩江流域的一支，类似的遗

存发现的线索尚很少，反映了鲜卑的东进可能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扩张，但从远在三江

平原腹地的凤林古城所出土的鲜卑式铜鍑来看［21］，汉晋时期鲜卑集团对东方的影响仍

不能小觑。汉书文化的终结很可能与鲜卑的东进南下存在着联系，除去红马山文化在

大兴安岭东侧的出现外，以往在吉林大安渔场和后宝石等地的发现也能够透露一些端

倪［22］。红马山文化之后出现了以戚家围子墓群所代表的遗存，虽然偶有一些因素体现

着鲜卑陶器的风格，但似乎很难找到反映两者间承袭关系更多的证据，因此后者究竟是

否属于鲜卑系统尚存在着疑问。戚家围子墓群的年代当在两晋时期，可能同辽西所谓的

三燕文化或鸭绿江流域的高句丽存在着些许联系。戚家围子遗存目前也只是孤立的发

现，进一步的认知显然还有待于更多地发现与研究。

松嫩平原东部的干流松花江上游分布着以宾县庆华遗址所代表的遗存，由于同一

时期周边考古学文化分布的线索比较清楚，因此如果按照比较宽泛的界定基本可以将该

遗存分布的地域限定在干流松花江以南、拉林河之北、蚂蜒河以西、京哈铁路之东这样

一个大致范围内。庆华遗址存在着城墙与城壕，所以也有名之为“堡寨”或“城址”

的，但根据发掘简报，城墙叠压着房址，所以城墙的年代究竟可以判定为什么时期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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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由房址等遗存出土的陶器分析，庆华遗存的年代可能主要属于汉代，其同西侧的

汉书文化和吉长地区的泡子沿类型乃至东南山地的团结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总

体上更接近泡子沿类型，两者应当属于同一文化系统［23］，从现有的线索分析，庆华遗

存在当地没有生成的基础，因此很可能是吉长地区的泡子沿类型或其前身西团山文化向

北扩张的结果。五常白旗遗址的发现表明泡子沿类型向东南方的扩张有可能已越过了拉

林河，而同样来自吉长地区的影响在稍西一些的嫩江下游也有所表现，以往曾在肇源望

海屯遗址发现过反映农安田家坨子遗址相关因素的遗存［24］，而后者很可能是泡子沿类

型的一种变体，是泡子沿类型在与汉书文化的交互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地域类型。

尽管存在着较多的类型或因素，但汉晋时期，至少是在东汉之前，黑龙江区域松

嫩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应当仍以汉书文化为主体，就目前所了解的线索，三普所登录的信

息以及据此所得到的统计结果显然与该文化分布的真实状况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即松

嫩平原汉晋时期的遗存当然不会只有六七十处左右，估计仅汉书文化遗存就当会不少于

上百处。

三江平原北部，即所谓的小三江平原汉晋考古学文化类型相对简单，除去在北端

的黑龙江沿岸有所发现的所谓蜿蜒河类型之外，基本是以乌苏里江西侧诸支流流域为分

布核心区的滚兔岭文化和凤林文化，两支文化前后相接，并表现出具有一定的传承关

系，但两者可能也并非简单的一脉相传，而应当是融入了其他文化因素所导致的重构。

滚兔岭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两汉阶段，以往在佳木斯桦南的小八浪遗址中

曾发现有汉代的五铢［25］，说明该遗址滚兔岭文化遗存年代的上限至少不会早于西汉早

期。而凤林文化年代的下限则有可能已进入南北朝时期。滚兔岭文化陶器突出的特征之

一是末端上翘的所谓角状把手（器耳），在罐、钵等器类上都有应用，调查工作中这一

特征成为判断遗存年代的主要依据。凤林文化时期虽然角状把手依然存在，但已呈现衰

退的趋势，而较之滚兔岭文化，陶豆则十分流行。由于角状把手和陶豆柄都具有比较坚

固的特点，所以更容易得以保存，在调查中被发现的几率也就更高，因此如果以角状把

手和陶豆分别为判断调查遗存文化属性的主要依据，则不难发现目前在三江平原北部所

见的汉晋遗存实际上更多的应当属于滚兔岭文化或相当于滚兔岭文化的阶段，因为已知

的各遗址往往会有角状把手的发现，而陶豆的发现则很少见。如在七星河流域调查勘

测的遗存介绍之中，采集到角状把手的遗址（城址）有31处，而采集到陶豆者则仅有4
处，由此大致可以了解两个阶段遗存的数量多寡的基本趋势。

所谓的蜿蜒河类型是三江平原北部汉晋时期的另一种考古学文化，通常认为其与

俄罗斯一侧的波尔采文化属性相同，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在中国一侧该类遗存主要发

现于三江平原的北端，而在七星河等三江平原的腹地则很少有该类遗存的出现。在俄罗

斯的波尔采文化中曾发现有类似于滚兔岭文化的角状把手罐，因此可知该文化的年代至

少部分应与滚兔岭文化相当。按照俄罗斯方面的研究，波尔采文化可以分作三期，对比

来看在三江平原的相关发现虽然也有角状把手的存在，但似乎部分遗存的年代可以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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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如就目前所见到的陶器特征来看，蜿蜒河遗址所出的部分陶罐和碗已颇具早期靺

鞨的风格，因此估计其年代很可能至少已到了魏晋阶段。

桥南文化的情况稍显特殊，这种目前仅发现于干流松花江中游，地处松嫩、三江

平原以及东南山地交接地带的考古学遗存被分作两期，早期由于没有铁器的发现而被视

作青铜时代，而晚期则进入了汉代。器身箍多周附加堆纹的鼓腹罐是该类遗存陶器最具

典型的特征之一，如就方正于家屯和依兰桥南两处遗址陶器的对比来看，可能该遗存两

期之间衔接的还比较紧密，似乎并不会存在太大的隔阂或距离，所以是否真的存在着青

铜与铁器两大历史生产形态阶段的差异，可能还需斟酌，没有铁器的发现并不意味着遗

存就一定会早于所谓的铁器时代。在于家屯遗址出土了应当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铁钁

和铁刀等，而且也有角状把手的存在［26］，因此将其年代判断为汉代当不会有太大的出

入。这里的角状把手具有一定的特色，表现出所谓的“柱（瘤）状耳”与角状把手相结

合的特点，可能反映着分别受到滚兔岭文化和庆华遗存东西两方面影响的事实。由于东

西两侧乃至南部均有同一历史阶段考古学文化的存在，而北部即为小兴安岭山地，因此

桥南文化分布的范围可能也不会太大，其来龙去脉以及文化属性目前也不是十分的清

楚，但总体而言仍可以视作东部考古学文化系统之一。

三江平原南部是穆棱－兴凯平原，由穆棱河冲积平原和兴凯湖湖积平原组成，大

体以完达山为分水岭与北侧的小三江平原相界分。由于邻近绥芬河流域，所以在穆棱四

方台发现的汉晋遗存面貌更接近团结文化，而估计到了穆棱河下游和兴凯湖以北的区

域，汉晋时期遗存的文化属性或当比较接近滚兔岭或凤林文化。

黑龙江区域的东南主要是由张广材岭和老爷岭诸山脉构成的山地丘陵，牡丹江、

绥芬河以及穆棱河穿行其间，形成了一些适合古代人类居住、生产的河谷盆地、冲积平

原等。绥芬河作为独立的水系是黑龙江区域唯一流入日本海的河流，两汉时期这里是团

结文化的分布区域。除去黑龙江的发现外，在同为流入日本海的吉林省图们江流域以及

俄罗斯的滨海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东北角也都属于该文化的分布区。团结文化在俄罗斯学

术界被称作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彼得大帝湾沿岸及纵深地区应当是该文化的主要分布

区。在黑龙江区域团结文化在穆棱河上游也有分布，而文化的影响则可以深入到松嫩平

原。按照林沄先生既往的研究，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的年代大体在春秋战国之交至

东汉阶段，但如果就陶器特别是铁器所表现的样相而言，有关年代上限的认识似乎稍嫌

偏早，估计可能主要是受到14C测年数据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多将团结文化视作中国历

史文献记载中“沃沮”的遗存，虽然也存在着一些出于对文献理解不同而产生关于沃沮

内部部属划分及对应的歧义，但仍可以将其作为东北地区汉晋时期古族古部地理分布研

究的一个基点。

在牡丹江中游分布的汉晋时期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东康类型，在当地该类型的分布

可能比较密集，仅在宁安的镜泊湖附近的发现就达数十处之多［27］。器口作椭圆形的所

谓舟形器和带柄的陶勺是该类型陶器比较突出的特点，筒形罐和乳钉状纽表明了其同长



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 202 ·

白山山地考古学文化间的联系以及在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系统中的归属，而柱状耳和浅

盘的豆则有可能是团结文化影响的结果。通过14C的测定，东康遗址F2陶瓮中出土炭化

谷物的年代为公元255年±85年（树轮校正为公元315年±95年），大体相当于中原的魏

晋时期。14C年代测定结果同牡丹江下游地区的海林河口和振兴遗址的发现相符，在这

两处遗址都存在着与滚兔岭文化年代接近的东兴类型被与东康类型较多联系的河口三期

遗存所重叠的现象。

进入牡丹江下游，汉晋时期的遗存分别发现有东兴类型和河口三期两种遗存，在

河口与振兴遗址都存在着前者被后者叠压或打破的层位关系，因此两者的年代先后关系

应当比较明确。然而尽管两者年代大体前后相接，但文化性质可能却大相径庭。东兴类

型拥有较多的大鼓腹瓮、罐和角状把手，因此体现了与滚兔岭文化更为接近的面貌，而

河口三期则是以筒形罐为基本特征，乳钉状纽十分发达，存在着椭圆形口器和陶勺等，

反映着与东康类型较多的共性。通过牡丹江下游诸遗址堆积提供的先后关系，也可以间

接的证明关于东康类型的年代至少部分的晚于滚兔岭和团结文化的结论。牡丹江下游汉

晋遗存与周邻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充分体现了该区域在文化地理中的特殊性质。汉晋

时期的两类遗存在牡丹江下游的先后出现很可能是来自三江平原北部的滚兔岭文化和源

自牡丹江中游的东康类型先后向该地区扩张的结果，由此似乎也可以表明牡丹江下游地

区汉晋时期的这两类遗存都不具备独立命名考古学文化的条件，可能还是将其分别视作

由原生区域或本体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地域类型更为适宜。

三

汉晋时期黑龙江区域考古学文化反映了比较纷杂的样相，特别是一改自白金宝文

化以来松嫩平原考古学文化系统更为发达的趋势，作为东部文化系统分布区的三江平原

成为人类历史活动十分频繁的区域。通过各地的发现，基本可以确认黑龙江区域汉晋时

期的遗存中以滚兔岭文化的数量最多且分布最为密集，文化的影响也比较广泛，因此滚

兔岭文化应当是两汉时期主要以三江平原为核心势力范围的强势考古学文化。

按照对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系统的总体认识，滚兔岭文化无疑应当属于以长白

山—千山为轴向的东部文化系统，即中原文献记述体系中的“夷”人系统。然而如果对

比于汉晋时期同系统的东南诸考古学文化，滚兔岭文化与之最大的区别是缺乏陶豆。大

约自新石器时代较晚阶段起豆形陶器就作为东北地区东部考古学文化系统的一项比较稳

定的特征而存在，到了战国两汉时期陶豆在东部所流行的范围和程度都更为发达，也成

为与东北西部文化系统相区别的最重要陶器器用特征之一。

徵之于文献不难发现，在中原史家笔下恰恰有“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惟挹娄

不”的记述［28］，尽管目前尚无法证实文献中所谓“俎豆”的指向就一定包含着考古发

现中所见的“豆”形器具，但如就所谓的夫余、沃沮等已取得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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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都含有相对发达的陶豆来看，滚兔岭文化在器用方面与之最突出的变化确实是缺

乏陶豆。即使以黑龙江区域的情形看，围绕着滚兔岭文化的团结文化、东康类型以及庆

华遗存等都有陶豆的存在，而恰恰可能由滚兔岭文化扩张形成的所谓东兴类型却也没有

豆的发现。

将滚兔岭文化视作挹娄遗存的认识当然不能仅仅着眼于陶豆的有无，如果从文献

记述的地望、气候、物产以及生活习俗、居住形式等各方面来看，滚兔岭文化确实与文

献记载中的挹娄存在着较多的相符之处。而如果目前学术界所确定的吉长地区的泡子沿

类型与绥芬河流域等环彼得大帝湾区域的团结文化分别属于夫余和沃沮的认识无误的

话，则将滚兔岭文化对应于文献记述中挹娄的结论应当不会存在太大的出入。

虽然滚兔岭文化应当属于挹娄的遗存，但接续其后的凤林文化是否也属于挹娄则

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目前就陶器而言，凤林文化无疑从滚兔岭文化中继承或汲取了一

定的因素，但也出现了更多的新因素，特别是在滚兔岭文化绝少见到的陶豆，已成为凤

林文化陶器器用的基本组合。因此凤林文化之于滚兔岭文化究竟是同一谱系文化的新陈

相因，还是外来文化对原住民文化因素的借鉴或吸收，仅据现有资料显然尚都不足以说

明。其实对两者关系的疑问，还可以由遗存分布的差异得到反映，当前在三江平原北部

所见到汉晋阶段的遗存，实际上可能绝大多数都应当属于滚兔岭文化，前面所提到的陶

豆很少发现就是一个证据，同时牡丹江上游东兴与河口三期的文化属性则反映了滚兔岭

和凤林两支文化的势力消长。而如果是同一集团族群的自然发展，这种由遗存分布所体

现的人口密度或人类活动能力的巨大差异将如何解释？因此尽管两者在分布地域中有所

重叠、年代先后相接，文化特征又有所联系，但仅据目前的资料仍不宜简单地将两者视

作同一文化谱系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或部族集团，当然也不能简单地将凤林文化归属于

“挹娄”或其后裔。

尽管文献的追溯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但中原王朝致力于对东北地区的大规模开

发或经营实际上应当以战国后期燕国的一系列活动为起点，其中最重要者莫过于秦开驱

东胡。实际上所谓的秦开驱东胡的事件并非仅仅是燕国势力对辽西等东北西部的诸胡系

部族的打击或驱赶，通过这一行动，燕国取得了东北南部的大量土地，如就燕长城以及

燕国于新辟之地所筑城邑界定的大致范围而言，整个今之辽宁以及内蒙古东部甚至吉林

的南部也都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之中。燕亡之后，统一集权的秦汉帝国对东北的经

略也没有松懈，绥中渤海之滨的姜女石秦汉行宫表明中央政权对东北的重视，而汉武帝

的四郡之设更牢固地确立了东北地区相对于中原王朝的从属地位。

对原住民集团的驱赶和具有相当规模的殖民活动当然要引起东北地区古部族原居

民的异动，目前考古学上所见到比较突兀地出现在吉长地区的邢家店北山墓群［29］，就

应当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有关。可能正是中原势力的北扩，迫使东北南部部分的原居

民集团向更北的区域转移，从而导致来源于吉林南部山地所谓宝山文化的细柄或镂孔陶

豆在吉长地区的大量出现［30］，而泡子沿类型北进所引发的庆华遗存形成于松嫩平原东



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 204 ·

部，可能也是连锁反应之一。随着中原文化所施加影响的不断深入或拓展，东北地区的

原居民文化也自然会进入调整的状态，而那些率先适应并能够吸收先进文化或技术的集

团可能就会借机发展壮大自己，形成新的格局。中原式铁器特别是铁制农具在东北东部

的广泛发现，说明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而汉晋阶段黑龙江东部地区人类集团活

动的繁荣，无疑也应当是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

在传统知识中黑龙江区域位于高纬度地区，由于受到气温较低等自然条件的限

制，历史上人类大规模的开发较之自然条件优越的中原等地要晚许多。若就所谓史前文

化的发展而言，也确实反映了环境因素影响的事实。然而到了汉晋时期，反映人类活动

的物质文化遗存分布密度在一些区域却得到了极大幅度的增长。例如在向来认为是所谓

“北大荒”的三江平原，属于汉晋时期的遗存就发现了近两千处，而处于三江平原腹心

的七星河流域更达到了超出现代居民点密度的现象。虽然其中不能排除存在着古代居民

集团受土地利用频率限制或季节气候变化而频繁更换居地的因素，但仍能够反映当时在

中原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影响下，农业生产形成了一个飞跃的事实。经过了汉晋阶段的发

展，黑龙江区域的农业文化逐渐成为了主导，东部地区人类集团的势力可能也超出了西

部，此后的靺鞨、女真分别自东方兴起，先后建立了渤海与大金，无疑应当与汉晋阶段

东部诸考古学文化的积累不无联系。

附记：本文的形成得益于黑龙江省的三普工作和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

相关的发现与发掘。在历年的参观、考察中得到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伟、赵永

军、田禾、刘晓东诸学友诸多的教益和启发，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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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ribution and Cultural Pattern of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of Han and Jin Dynasties in Heilongjiang

Qiao Liang

Based on the data statistics of the third national survey of cultural relics, there are about 
2270 cultural remains of Han and Jin Dynasties in Heilongjiang, and the distribution in the 
southeast i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at in the northwest, this is also a new trend in this region 
from Han Dynasty.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Han and Jin Dynasties in Heilongjiang takes 
Guntuling Culture as the most prosperous one; this culture should be the main part of Yilou 
Tribe in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Guntuling Culture, Tuanjie Culture, Dongkang 
Type and Qinghua Remains belong to the eastern system. The western system in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Han Culture, followed by Hongmashan Culture and 
Qijiaweizi Remain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Han and Jin Dynasties in Heilongjiang 
has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operation on Northeast China from dominators of Yan, Qin and 
Han powers. More appearances of iron wares in types of Central Plains, especially iron tool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Northeast China, illustrate the influence and the role of the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and the prosperity of human activities of Han and Jin Dynasties in eastern of 
Heilongjiang should also be the product of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